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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部分来自第一章 

普世生灵的伦理学 
克利福德·G·克里斯斯

我们生活在一个冲突不断的世界里，面临着建立起一个有效伦理的巨大挑战。在这项任务的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道德基础。没有一个对于善的合理定义，我们的实践就毫无规章制度。我们怎能不考虑普遍接受的原则，而以圣战的名义去谴责诸如自杀式爆炸的暴力行为呢？我们震惊于这个世界上明目张胆的贪欲和掠夺，但如果没有普世规范，我们仅仅是自以为的精英、暴躁的道德家。人类、社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需要原则来解决，这个原则异于他们自己所处环境的原则。一个可靠的伦理学，至少应该是超越国界的。

传播因媒介技术的进步而正经历着革命性的改变。数字信息系统统治着世界上的工业社会。对于媒体职业人员来说，健全的伦理必须发展于无处不在的电子设备的环境之中。媒介伦理植根于印刷技术。而当前的新闻职业伦理已经包括了广播媒介，并在视觉媒介上也有发展。报纸、广告和娱乐行业的核心伦理问题在前电子语境中就已有十分清楚的体现。现在媒介伦理议程必须基于搜索引擎、在线社交和计算机数据库。一些问题是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则是从过去的道德原则中转变而来的，还有一些问题更是错综复杂。从哲学基础出发，在一些难题上可以做出更负责任的抉择。一个单薄、狭隘的伦理学明显不再适用如今全球化的技术。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普世伦理的总体框架，这一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人类尊严、真相和非暴力，而它们源自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本书主张伦理中的普世性。它证明了现代主义结构已不再有效。启蒙理性主义已经暴露了它帝国主义、反对非西方视角、仅男性化的弱点。它所基于的主观—客观二分法已经不再有效。由于媒介伦理已普遍依赖于理性主义论，因此在寻求全球范围下的普遍基础时，复兴现代主义并不可行。

然而，普世的伦理学就是一个可替代的办法。它使我们从整体的人类概念出发，即人们之间相互连通，而不是作为理性的个体。它抨击哲学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它通过对自然生命的目的的责任聚集在一起，被定义为生命的神圣性。在经过系统的反思后，有三个伦理原则必须被采纳——人类尊严、告知真相和非暴力。与理性主义伦理中的个人主义不同，这一伦理起源于全人类的团结统一。从这一点出发，在社区生活和职业工作中，就存在着指导我们的决定和行为的标准。

作为元规范的生命神圣性

德国哲学家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从本体论的角度阐明了一个建立普世规范的策略。他从自然出发，而不是植根于静态的牛顿宇宙论的现代基础主义。自然因其本身，以其力量对我们有着道德约束。人类行为的哲学原理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这一有机整体的尊重，和对孕育着人类文明的物质领域的尊重。

启蒙思想的世界观认为人类个体是有良心和目的的，自然则是毫无生机的。乔纳斯则反驳了这种二分法。在他看来，目标嵌于生机勃勃的世界中，且目的性十分明确，即“创造生命；自然表明了最少一个确定的目标——生命本身” (Jonas, 1984, p. 74)。因此乔纳斯总结道，“体现了自然之中目的的无所不在……在有了这个前提后，决定性的战役就已经取得胜利”(p. 78)。

人类保护生命的职责类似于父母保护孩子的责任。它是一种义务，“独立于先验的赞同或选择之外，不可改变，也不会因参与者而发生变化”(Jonas, 1984, p. 95)。当新的生命出现时，前人不会因与它的关系而出现分歧，仿佛这个后代是中立的。父母之于孩子的职责是乔纳斯建立自然责任的原型——一个先验的责任、义务，永恒且不能转移。

有关自然生存的人类责任将内在命令的可能性归因于道德哲学。它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合理性，即共同的责任可以是全世界的、原始的、不考虑我们的角色或契约的。通过人类责任的基础——对生命的保护，乔纳斯建立起了规范性话语，用以反驳后现代主义的这些假设，即形而上学的真相不存在，应尽的责任也不会源于人类。

乔纳斯认为对生命的保护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人类认同植根于这一原则，“人们彼此之间都有某些无法逃避的权利要求，除非以人性为代价，否则不能拒绝这些要求”（Peukert,1981,P.11）。生命的原始神圣性并不是为了创建一个“善”的抽象概念，而是将全人类融入到一个有机整体的催化剂。

在伦理原则中，存在着元规范，它们优先于人类的物化。系统的伦理学中存在至少一个的原始共性。这种全球视角使我们避免对个人兴趣、群体实践和国家特权的诉求产生分歧。生命的神圣性，彰显于自然本身，是全球范围下的责任基础，且无论在何种文化和互为矛盾的意识形态中，都能不证自明。

一项横跨四大洲十三个国家的关于伦理原则的研究中，确定了人类生命的神圣性是一种普世价值(Christians and Traber, 1997; cf. Christians 2008)。我们保护生命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于主观经历之外。自然世界的科学意图没能考虑到生命本身的目的。而对生命的尊重则是让道德律令成为可能的理论前提。

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是一种原规范——希腊语中的原(proto)意味着基层，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原始的日耳曼语。在历史上，原始日耳曼语是当今日耳曼语系的语言祖先。对生命的尊重为跨文化合作构建了一个平台，并以负责任的传播为伦理基石。许多社会用不同的措辞清楚地诠释了这种元规范，并用不同的本土化方式表现它，但每种文化都能通过命令政治关系和社会机构，如媒体来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它动态而原始的特征反驳了关于人类自然的本质主义和静态观。它代表着源于根本的普世性。

4.1 人类尊严

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实际上将人类尊严假定为：

把尊重的价值归于人类是因作为造物主、这个世界的维护者和破坏者，享有优先特权的本地论地位。在创造世界和毁坏世界的行为中，每个个体都享有这一基本尊严。因此人类尊严并不依赖于目标、道德或对私利的主观定义。它依赖于我们是人类这一事实，超越了我们的目标……维护尊严，既要承认人类存在的事实性，也要接受它所带来的责任。（Stanley, 1978, pp.69-70）

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方式来体现人类尊严，但他们都强调所有的人类都有神圣的地位。在非洲地方自治的社会里，likute指对社区名声、部落荣誉的忠诚。在拉丁美洲社会里，文化认同是指对人类独特价值的肯定。在伊斯兰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荣誉和好的名声。在孔子的思想里，我们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因为人类种族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关爱种族成员的内在需求。对他人尊严的尊重是多种文化的伦理原则。

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1948年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权宣言所具有的持续生命力。如同其导言所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承认，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每个孩子、女人和男人都有神圣的地位，不论宗教、阶层、性别、年龄或种族。这种不论个人成就或价值的、基于全人类的神圣共性是我们共享的承诺，基于这一承诺，我们开始建构一个公正的社会。

4.2 真相

告知真相是源自生命神圣性的另一个基本的伦理原则。语言是社会形态的主要工具，因此如果没有对真相的重要责任，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去。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播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真相。在拉丁美洲的传播过程中，真相是三大价值观之一。真相是印度教中的最高法则（Dbarma），也是其他美德的起源。在加拿大的苏斯维普（Suswap），真相代表着真诚和真实，是本土文化的核心（Cooper,1996）。如果我们不是心照不宣的认为人们都会讲真话，那么就不可能与别人和平相处。实际上撒谎并不是自然的行为，因此测谎仪可以通过测试身体的反应来判断是否说谎。

在伊娃·博克（Sissela Bok，1979，cf.p.19）看来，欺骗如同人身攻击一般，具有破坏性且不道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指出，告知真相的积极意义已经普遍得到认可，而欺骗则是人类秩序的敌人。“说谎本身是刻薄的且应受到谴责，而真相则是高尚的且应受到褒奖”（Aristotle，bk.4，ch.7）。媒介伦理规范通常呼吁真相是社会传播的基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反映这一内在价值。在我们如戏剧般的生活里，大众媒体作为一个重要机构，必须将这一规范尊为他们的义务和原则。告知真相属于价值论领域，而不是一个认知方面的难题，它已整合进人类意识和社会形态之中。

4.3 非暴力

非暴力——一个和平共处的承诺——同样也是植根于生命神圣性的无条件的责任。实际上，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已经将这一原则发展为公共哲学，不再仅仅是政治策略。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让和平规范化。“他者面前的第一句话就是‘不应杀戮’。这是一项命令”（Levinas, 1985）。在面对面相遇时，存在不定性。他者出现时，正是由于这一命令，我们才会立即注意到。在自治的原始文化中，对弱小（孩童、病患和老人）的关爱，物质资源的共享，都是天经地义的。不杀生（abimsa）与达摩（dbarma）共同形成了印度世界观的基础。

达莱尔·法辛（Darrell Fasching）进行过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证实了对外来人的热情是一个共同的承诺，“形成一个非暴力反抗的跨文化伦理……通过解放运动来寻求对被当做外来人的尊严的保护”（Fasching, 1995）。大众对亲人之间虐待行为的厌恶、对残忍罪行和战争的恐惧都是有效体现这一原则的希望之光。出于非暴力的考虑，应倡导这一伦理原则，即我们有不伤害无辜的义务，且这一义务是全球的，无关于我们自身的角色或地位。

挑战

如果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指导性的规范，如正义、真相、无害，我们就有了监督媒介惯例和伦理准则的参考体系。它可以确保从共同的道德去考量我们在教育和理论上存在的争议。与寻求统一的行为准则不同，这类规范会偏好主体间性模型，以及性别中立、文化多样的理论范式。我们并不是削弱相对主义，但面对这一经典悖论时，我们能有更好的回应——即如果不能克服哲学的相对主义，也就不能坚持这一主张，但一旦超越了它，也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它。

源于普世元规范的伦理学结构复杂。为了更好的建构传播理论、更有效进行符合基本原则的媒体实践，仍需更多的实验来实现全球范围的道德责任。环境保护的意识逐渐显现，滥用个人所享有的世界资源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全球变暖不再是政治难题而是公共职责。但是治国才能、健康保健的需求、教育策略、军事武器等，都应该接受终极审判。他们能给生命以力量，在长期内对它进行改善，并致力于全人类的幸福感吗？大众媒体所面临的的挑战不仅是新闻里的政治意见或娱乐的美学力量，还包括道德辨识。

换言之，新闻报道在促进公共辩论的同时，将辩论议题与普世规范联系起来了吗？并在表达意见的同时，复兴精神了吗？新闻界将故事背后的深层次文化冲突问题建立在人类团结统一的基础之上了吗？在丰富我们的道德想象力的过程中，全世界有道德的媒体会使读者和受众与挣扎在同种困境里的他种文化个体产生共鸣。当媒介从业人员遵循人类尊严之伦理时，就会有足够多的机会，使普世的元规范——即生命的神圣性，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深了对文化、人种和种族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就是成为人类本身的意义。这样才能生产出促进公众辩论的新闻报道，不再是关注于政治或娱乐本身，而是将核心问题与普世规范联系起来；不仅仅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还能复兴一种精神，并将故事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置于人类团结统一的基础之上。

